
學校組織學習能力經由混沌隱喻對組織發展的影響- 

組織素養對中介效應的調節效果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討論學組織變革現象的探索，藉以了解學校混沌隱喻運用促使組織學

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的中介效果，及組織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期窺知隱喻在敦

促學校革新的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法，以全臺灣國民中學為母群體，採

取分層隨機方法進行取樣，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進行統計

的分析，考驗本研究的目的。發現：(1)學校混沌隱喻運用對於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

展成果具有中介效果；(2)學校科層變革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具有調節效果。啟示：校

長領導能提升教師對於革新的信任，能提升教師的組織學習能力，此外，學校部門領導強

化專業獨特性的尊重，增進專業立場的多元交流機會，喚起耗散結構，促使混沌隱喻運

用，亦能循用專業語言，伴隨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致使變革不致脫離學校專業的

節奏。還有，科層變革素養能促使組織原型合理行為，喚起混沌隱喻的運用，提升專家的

服務高度，促多元交流的過程與結構，強化技術的創新，帶動文化的轉型，擴大不同需求

學生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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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 School’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Metaphors of Chaos: Mode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 Literacy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chaos 

o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literacy on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chao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metaphors in 

prompting school reform. Method: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aiwan’s 

middle schools, which were sampled using the stratified random metho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from 97 middle school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indings: (1)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chaos in the school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and (2) the literacy of school bureaucratic reform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metaphors of chaos. Implications: A principal’s leadership can enhance 

teachers’ trust in reform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ies, strengthen respect for professional 

uniqueness, increase multidisciplinary exchange opportunities, evoke the dissipative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chaos while avoiding reforms that are out of sync with the 

school’s professional rhythm and affecting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vi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using professional language. Moreover, the literacy of bureaucratic reform can 

evoke the use of metaphors of chaos, enhance the service level of experts, driv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d services to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needs.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metaphors of chao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literacy, middle school 

 

 

 



壹、緒論 

學校經營已經邁入觀念變革的時代（Ryman, Porter, & Galrbrith, 2009），而隱喻是挖掘

人類認知以建構的新觀念系統，是組織變革重要手段之一（Tareef, 2014），依此，以當前

變動且紛亂的現實來看，不積極變革是危險的事情，特别，對 K-12 教育變革的關注，更

是培養學子具備因應變局能力的課題（Bialostok, 2014；Mars, Bronstein, & Lush, 2012）。 

Sergivovanni(1994）認為教育行政專業身份是植基於組織，其組成要素，包括：正當

性（關注大眾服務）、階層性（平等化專業）與自我利益（協商動力），特別，強調透過組

織學習激發進步，強化創新動力是專業判斷的基石，是以，學校組織學習能力的研究，是

即在厚植學校經營的專業，擴大創新動力。 

特別，學校組織學習能力會提供教育發展的驅力(Phipps, 2004)，又組織發展著重人文

價值帶動教育變革的重要(Blanke, 1993)，因而，組織學習能力對於組織發展影響的探索，

具有回應教育品質的意義。 

學校組織學習能力激發社會的轉型(Imran, Ilyas, Aslam, & Rahman, 2016)，驅動多元交

流，喚起集體責任，敦促系統演化，以強化混沌隱喻運用（Hoyle & Wallance, 2007; 

Cornellissen, 2005），擴大組織的健康(Bulbul & Ercetin, 2010)，驅策組織的發展（Cerit, 

2006），加上隱喻當作組織發展的中介變項少有討論(Cleary & Packard, 1992），因此，以混

沌隱喻作為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中介變項的研究，具有突破性。 

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常受制於組織原型行為(Archetypal Behavior)，它視為首創理論模

式，會形成事物的詮釋基模(Geenwood & Hinings,1993)，且呈現在人們的認知，依此揭露

意義所建構的觀念系統，越能喚起混沌引喻運用，並產生正面的影響，則表示其扮演中介

變革效果越好(Grant & Oswick, 1996)。 

是以，學校組織素養會催化公共論述，乃學校革新的重要議題(Brooks & Normore, 

2010; Schultz & Hull, 2002)，會強化組織的科層、分享、政治、不公平的社會類型反思，

透過社會化歷程，形塑組織原型的行為，喚起正面的意義，增生人們的正面認知(Earle & 

Kruse,1999），會擴充理性因子激發混沌隱喻運用(Cutright, 1999)，擴大組織學習能力影響

組織發展的效果。 

 

貳、研究目的 

依據本文動機，本研究著重臺灣國民中學變革現象的探索，並探究學校混沌隱喻對

於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的中介效果，及探究組織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本

研究探討五個目的，包括：(一)探索組織學習能力對於組織發展的影響；(二)討論組織學

習能力喚起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三)混沌隱喻運用對於組織發展的影響；(四)混沌隱喻

喚起組織學習對能力影響組織發展的中介效果；(五)組織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 

  

参、文獻探討 

一、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對於組織發展的影響 

 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強調條件建立、冒險進取、嘗試實驗與反省對話的行動表現

（GUTA, 2013），會強化尊嚴維護、才智激勵、成長刺激、理想追求與抱負推升的動力

(Imran, Ilyas, Aslam, & Rahman, 2016)，並透過外部關注與策略投入顯現其能力(Moon & 

Sejong, & Valenine , 2017)，敦促多元交流、開放探究及解決矛盾，激發團體歷程、系統變

革、上司支持、願景建立，加強驅動性與務實性的目標實踐，促進組織發展（Blanke, 



1993）。 

 

二、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對於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 

學校組織學習能力促使人們把學習當作優先工作，強化心理支持、管理承諾、開放實

驗、冒險進取、對話反省的行動，俾利回應環境變遷（GUTA, 2013），提升他們自我察

覺意識，驅策認知與行為的改變（Coving, 2006），敦促複雜現實的探索，重視錯誤測試

與錯誤修正的歷程，拓展新觀念探索的動力（Argyris & Schon, 1978），喚起耗散結構

(Dissipative structure)，形塑混亂邊緣(Edge of Chaos)的自我組織，建立特別的活動順序，

使人們確實受益 (MacIntosh & MacLean, 1999)，特別，邊緣人確實受到關注，加強陌生他

人立場的詮釋，激發變革的意義浮現及其發展，會促進系統演化的動力，而強化混沌隱喻

運用（Cornellissen, 2005）。 

 

三、學校混沌隱喻運用對於組織發展的影響 

學校混沌隱喻運用會強化多元交流，促進變化生成(Becoming)的實體詮釋 (Hashamdar, 

2012)，視特別計畫在排除非理性的因子（Cutright, 1999），避免負面影響的重複出現

(Iteration)，預防溝通的障礙(Akmansory & Kartal, 2014)，使得理性因子分佈於系統之中，

產生主動解決問題的動力(Kusman, Rachman, & Rusdari, 2017； Stephens & Russell, 2004)，

此外，它重視模糊現實的溝通契機(Ryman, Porter, & Galrbrith, 2009），激發回饋的循環，

喚起自發意識，促使成員承擔責任的意識，強化集體負責的協調(Philpott  & Oates, 2017: 

210)，深化任務明確、責任分配、多樣活動、競爭動力及追隨回饋的管理，增強合作導向

的成長動能(Burnes & Cooke ,2013; Shukla, Heda & Panda, 2015)，拓展正向氣氛的團體動

力(Stephens & Russell, 2004)，敦促教育的發展（Coving, 2006；Palmberg, 2009）。 

 

四、學校組織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的影響 

學校組織素養喚起人們能力的發展(Jones, Webb, & Neumann, 2008)，進而強化自身生

活經驗的察覺(Blasé, 1984; Kuzmic, 1994) ，使其具備改善生活的技能，它常反應於不同組

織觀點的批判，強化組織理論的運用，以提升社會關係的合理，創造他們貢獻力(Earle & 

Kruse, 1999)，促進共同滿意感(Brooks & Normore, 2010)。事實上，組織素養會驅動人們

對於經驗的反思與社會轉型交織而生(Jones, Webb, & Neumann, 2008)，經由各種社會類型

(social  patterns)的批判，加強組織觀點合理運用，藉以形塑新結構(Barton, Hamilton, and 

Ivanic, 2000)，喚起創造與再創造的學習歷程，擴展組織革新(Berlin, 1996)。 

Earle & Kruse(1999）認為學校組織素養著重成員對於科層、政治、共享、社會階

級、種族、性別觀點的反思，敦促社會矛盾的理解，激發複雜調適系統的探索（Ryman, 

Porter, & Galrbrith, 2009），強化混沌隱喻的運用，以提升組織學習能力並帶動組織發

展。 

值此，科層變革素養強調學校績效的重要，著重可計數的標準化成果帶動變革，但要

注意標準僵化問題；政治變革素養強調學校本位管理的重要，著重教師主動的參與決策帶

動變革，但要關注信任崩解的問題；共享變革素養強調教師專業分享的重要，著重團隊交

流並提供協助帶動變革，但要關注參與冷感及時間不足的變革問題；批判變革素養強調文

化重建更為公平的重要，著重社會階級、種族與性別不公平的察覺帶動變革，但喊出要公

平者常居優勢地位者。是以，組織素養強調統合方法的知識探索，從單一觀點優缺點、或



從多重觀點互補關係，作為知識探索的基礎(Earle & Kruse,1999; Morgan, 1997)，並視組織

為複雜調適系統，以喚起混沌隱喻運用(Hashamdar, 2012)。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文獻建構理論模式，並以國民中學為場域，設計問卷初

稿，問卷包括：「組織素養」、「混沌隱喻運用」、「組織學習」、「組織發展」四種量

表，初稿完成後進行二次專家諮詢，第一次以為教育行政專家；第二次邀約國民中學學校

人員，共 10 人進行問卷審查，建立內容效度，並採取立意取樣，選取 6 所大臺北地區國

民中學，Likert Scale  4 點量表進行評量，非常同意給 4 分；同意給 3 分；不同意給 2 分；

非常不同意給 1 分，以 180 份問卷，建立問卷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預試的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90 至.95 之間，各構面及題目的問卷信度良好，符合原先設計的構面，建構效度

良好。 

 

一、樣本   

以全臺灣國民中學為場域，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選取樣本，依北、中、南、東抽取縣

市，再依學校特質(公立、私立)與學校規模抽樣，以母群5%學校進行調查，共抽取97校，

發出1507份問卷，回收1374份問卷，有效問卷為1261份。 

 此外，樣本依據組織素養類型(科層、政治、共享、不公平)分群，受試者在四種類

型中得分最高者作為該樣本的社會類型。但是，由於有504人在多個組織素養類型上有相

同的最高分，無法判讀其類型者加以剔除。經統計分析，科層變革類型191人、政治變革

類型126人、共享變革類型249人、批判變革類型191人，合計757人，作為分析的樣本數。 

 

二、樣本分析 Analysis 

1.相關矩陣 

樣本（N = 757）的相關情形如表 1 所示，配合研究假設模式及測量工具向度，圖 1

包含一個由三個潛在變項所構成的中介模式，這三個潛在變項分別由 4, 4, 4 個觀察變項所

構成的三個測量模式，再利用結構模式去解釋潛在變項之間的因果路徑。 

表 1 混沌隱喻、組織學習能力與組織發展的觀察變項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混沌隱喻             

1.耗散結構 -            

2.集體負責 .76*** -            

3.多元交流 .60*** .62*** -          

4.自發意識 .71*** .69*** .71*** -         

組織學習能力             

5.建立條件 .71*** .70*** .67*** .76*** -          

6.鼓勵實驗 .69*** .68*** .67*** .76*** .77*** -        

7.冒險進取 .65*** .66*** .61*** .72*** .73*** .74*** -      

8.對話反省 .71*** .68*** .65*** .70*** .74*** .68*** .65*** -     

組織發展             

9.願景建立 .66*** .68*** .61*** .72*** .76*** .73*** .73*** .74*** -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團體歷程 .72*** .72*** .60*** .70*** .75*** .71*** .69*** .78*** .79*** -    

11.系統改變 .72*** .71*** .66*** .72*** .77*** .72*** .70*** .77*** .79*** .83*** -  

12.上司支持 .68*** .70*** .57*** .67*** .69*** .68*** .68*** .70*** .76*** .77*** .76*** - 

M 2.90 2.95 2.71 2.87 2.84 2.81 2.80 2.87 2.80 2.89 2.85 2.92 

SD 0.54 0.55 0.52 0.52 0.52 0.53 0.58 0.51 0.58 0.60 0.56 0.63 

***p < .001 

 

2.假設 

本研究以 SEM的結構模式來驗證調節式中介假設成立與否，中介效果檢驗程序除了

採用經典的 Baron and Kenny（1986）三步驟程序之外，間接效果的顯著性檢驗則使用由

Shrout and Bolger（2002）提議的 Bootstrapping 法來進一步計算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的抽樣變異性（sampling variability），藉由自我重新抽樣（re-sampling）的過程

中建構出新的信賴區間，若此信賴區間（95%）並未經過 0 則表示間接效果是達顯著的，

若再配合 Baron and Kenny三步驟程序，可確認中介效果的存在。 

接著為了瞭解組織素養類型（包括科層變革、政治變革、共享變革、批判變革）是否

會對上述結果造成影響，因此將受訪者分為四組，然後再以多群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 MGA）的方式驗證分組調節效果。 

調節式中介結構模式架構如圖 1，其中實線為直接效果，路徑係數分別代表研究假設

H1 至 H3；在假設 H1 至 H3 皆成立的條件之下，若間接效果達顯著，則表示中介效果成

立，亦即假設 H4 成立。接著若多群組分析結果達顯著，代表假設 H1 至 H3 會隨著組織

素養類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則為調節效果成立，即 H5 假設成立。 

 

H1：「組織學習能力」對「組織發展」有正向影響 

H2：「組織學習能力」對「混沌隱喻」有正向影響 

H3：「混沌隱喻」對「組織發展」有正向影響 

H4：「混沌隱喻」對「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具有中介效果 

H5：「組織素養類型」對中介效應具有調節效果 

 

3.考驗模式 



耗散結構 集體負責 多元交流 自發意識

混沌隱喻

組織發展
成果

H1

H2

願景建立

團體歷程

系統改變

上司支持

組織素養
科層變革：效果1
政治變革：效果2
共享變革：效果3
批判變革：效果4

組織學習
能力

建立條件

鼓勵實驗

冒險進取

對話反省

H3

H4

H5

   
圖 1 學校組織素養經由混沌隱喻運用，促進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之中介效果

假設模式 

 

伍、研究結果 

一、結構模式驗證 

模式配適度：表 2 列出修正後模式整體適配度檢驗，檢驗結果發現假設模式之 χ
2
/df = 

4.706, p < .05; GFI = .949 > .90; AGFI = .920 > .90; CFI = .980 > .90; RMSEA = .070 < .08，

這些指標都已通過標準。其他所有適配指標也幾乎皆達優良的標準，顯示本研究修正過後

的 SEM模式適配可以接受，因此可進一步往下進行信效度評鑑。 

表 2 修正後模式整體適配評鑑表 

整體適配指標 評鑑標準 數值 評鑑結果 

絕對適配指標    

Likelihood-Ratio χ2 越小越好 235.280*** 不佳 

Df -- 50 -- 

GFI ≧ .90 .949 優良 

AGFI ≧ .90 .920 優良 

SRMR ≦ .08 .023 優良 

RMSEA ≦ .08 .070 優良 

相對適配指標    

NFI ≧ .90 .974 優良 

NNFI ≧ .90 .973 優良 

RFI ≧ .90 .966 優良 

IFI ≧ .90 .980 優良 



CFI ≧ .90 .980 優良 

簡效適配指標    

PGFI ≧ .50 .608 優良 

PNFI ≧ .50 .738 優良 

PCFI ≧ .50 .742 優良 

Likelihood-Ratio χ
2
/df ≦ 3 或≦ 5 4.706 尚可 

*p < .05，**p < .01，***p < .001 

註：本模式參考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釋放「耗散結構↔集體負責」、「鼓勵

實驗↔對話反省」、「冒險進取↔對話反省」之殘差共變異數參數。 

 

二、假設驗證 

驗證 H1 至 H3：混沌隱喻、組織學習能力、組織發展成果之間的關係（直接效果） 

路徑係數「c」表示「組織學習能力」對「組織發展成果」之直接預測關係，結果顯

示達顯著水準（βs= .94, t = 31.52, p < .001），因此組織學習能力愈多的學校，則組織發展

也會愈好，因此假設 1 獲得支持，同時，也符合中介效應第一個條件（Baron & Kenny, 

1986）。 

路徑係數「a」表示「組織學習能力」對「混沌隱喻」之直接預測關係，結果顯示達

顯著水準（βs = .93, t = 28.33, p < .001），因此組織學習能力愈多的學校，則混沌隱喻也

會愈多。因此假設 2 獲得支持，同時也符合中介效應第二個條件。 

路徑係數「b」表示在考慮組織學習能力下，「混沌隱喻」對「組織發展」之直接預

測關係，結果顯示達顯著水準（βs = .22, t = 2.94, p < .01），因此，混沌隱喻愈多的學

校，則會有愈好的組織發展，因此，假設 3 獲得支持，同時，也符合中介效應第三個條

件。 

   驗證H4：「混沌隱喻」對「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具有中介效果（間接效

果）如表3與圖2所示： 

路徑係數「a × b」表示「組織學習能力」透過「混沌隱喻」對「組織發展」之間接

預測關係，本研究以 Bootstrap 法驗證此間接效果的顯著性，透過 1,000 個重複抽樣的樣

本，建構出此間接效果 bias-corrected（BC）的信賴區間，若 95%信賴區間未經過 0，則

表示此間接效果達顯著，亦即中介效果的假設獲得驗證（Shrout & Bolger, 2002）。 

結果顯示未標準化間接效果 a × b的 Bootstrap BC 95%信賴區間介於 0.06 ~ 0.43，信

賴區間未經過 0，因此可知標準化間接效果（.20）是達顯著的，因此中介效果獲得驗證。

且 c 由.94 降為 c’的.74，但 c’仍顯著，表示此為部分中介。 

「組織學習能力」對「組織發展」影響總效果為 .94，其中直接效果為.74，而間接效

果為.20，代表混沌隱喻的中介效應值為.20，因此假設 4 獲得支持。 

表 3 中介模式之結構係數分析摘要表 

路徑關係 假設 
未標準化 

係數 β 

t 值/ 

BC 95% CI  

標準化

係數 βs 

直接效果     

c. 組織學習能力→組織發展 H1 1.08 31.52*** .94 

c'. 組織學習能力→組織發展  0.84 9.94*** .74 

a. 組織學習能力→混沌隱喻 H2 0.97 28.33*** .93 



路徑關係 假設 
未標準化 

係數 β 

t 值/ 

BC 95% CI  

標準化

係數 βs 

b. 混沌隱喻→組織發展 H3 0.24 2.94** .22 

間接效果§     

a × b H4 0.23 0.06 ~ 0.43 .20 

§使用1,000個Bootstrap樣本，biased corrected methods: 95% CI of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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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標準化參數估計之結構模式圖 

 

驗證 H5：「組織素養類型」對中介效應具有調節影響效果 

多群組分析（MGA）的結果，檢視不同組織素養類型的「混沌隱喻」中介效應，表

4 列出 MGA的驗證結果，四組在個別路徑上的差異雖皆未達顯著水準（χ
2
 = 4.06, 2.90, 

3.79，p > .05），但在間接效果上，以科層變革之組織素養類型而言，未標準化間接效果

的 Bootstrap BC 95%信賴區間介於 0.17 ~ 0.74，信賴區間未經過 0，因此可知標準化間接

效果（.40）是達顯著的，因此該組織素養類型之中介效果獲得驗證。且 c 由.91 降為 c’

的.50（詳圖 3.3），但 c’仍顯著，表示此為部分中介。 

至於其餘三種組織素養類型的信賴區間皆未經過 0，間接效果皆未達顯著，中介效應

皆未成立。故組織素養類型的調節效果存在，假設 5 獲得支持。四組的結構模式路徑係數

如表 4 與圖 3 所示。 

表 4 不同組織素養類型間之假設路徑比較 

     
與未受限模式相

較 

Path / Group Β SE 
t 值/BC 95% 

CI 
βs Δχ

2（df = 3） 

H1：組織學習能力→組織發展 4.06（p = .255） 

(1) 科層變革 0.98 0.08 12.91*** .91  

(2) 政治變革 1.16 0.09 13.32*** .95  

(3) 共享變革 1.14 0.07 17.31*** .94  



     
與未受限模式相

較 

Path / Group Β SE 
t 值/BC 95% 

CI 
βs Δχ

2（df = 3） 

(4) 批判變革 1.03 0.06 17.75*** .95  

H2：組織學習能力→混沌隱喻 2.90（p = .407） 

(1) 科層變革 1.03 0.08 13.10*** .92  

(2) 政治變革 0.89 0.08 10.91*** .92  

(3) 共享變革 0.91 0.06 14.23*** .91  

(4) 批判變革 1.02 0.06 17.21*** .95  

H3：混沌隱喻→組織發展成果 3.79（p = .286） 

(1) 科層變革 0.43 0.16 2.75** .44  

(2) 政治變革 0.23 0.20 1.14 .18  

(3) 共享變革 0.11 0.13 0.82 .09  

(4) 批判變革 0.05 0.16 0.33 .05  

H4：間接效果§  

(1) 科層變革 0.44 - 0.17 ~ 0.74 .40  

(2) 政治變革 0.20 - -0.49 ~ 0.77 .17  

(3) 共享變革 0.10 - -0.15 ~ 0.35 .08  

(4) 批判變革 0.05 - -0.22 ~ 0.27 .05  

Note: 科層變革 N= 191, 政治變革 N= 126, 共享變革 N= 249, 批判變革 N= 191, β = 

un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βs =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SE = standard error; §使用

1,000 個 Bootstrap 樣本，biased corrected methods: 95% CI of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p 

< .05,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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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組織素養類型模式標準化估計值 

      

陸、討論 

一、學校混沌隱喻對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具有中介效果 

學校混沌隱喻對組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效果具有中介效果，此乃隱喻作為組織

發展中介變項的例示。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強調生殖細胞觀念，乃持續探索行為改變的基因

(Belle, 2016)，是指建立條件、鼓勵實驗、冒險進取與反省對話的能力(Ivaldi & Scaratti, 

2016)，能回應不確定未來的能力(Moon & Sejong, & Valenine, 2017)，引領知識發展，積累

才智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係資本(Lau, 2015) ，開發組織潛能(Manuti, Impedovo, 

& de Palma, 2017)，故知識獲得來源不僅來自本體(Entity)的認知，更顯出於實體意義的詮

釋(Ivaldi & Scaratti, 2016)，喚起學習者的意義感(Normore, 2004; Werkman ,2010)，彙集團

隊力量，敦促豐富知識當作干擾技術(Mumford, 2011)，建構人力支持網絡(Ivaldi & Scaratti, 

2016; Sai-rat, Testaputa, & Sriampai, 2015)，並藉由行為修正，及知識反省與選擇(Garvin, 

1993)，激發調適市場與技術創新的動能(Raj & Srivastva, 2016 )， 促進組織發展(Schachter, 

2017)。 

是以，學校組織學習能力強化全面統合（HOLISTIC）方法的運用，會激發對話的對

立調合，重視奇異吸引子的處境，進而聆聽學生的多樣立場，以重建他們的學習機會

(Anderson & Sice, 2016)，展現扶助邊緣學生的愛心(Louis & Murphy, 2017)，催化耗散結構 

(MacIntosh & MacLean, 1999; Wafler, 2004))，強化混沌隱喻運用，激勵共同意志探究，增

加集體生產動力，促進顧客滿意及團隊合作 (Phipps, 2004)，催化全面品質管理(Schachter, 

2017)，提升社會轉型力量，加強資源配置的協商，並視不確定實體為溝通機會，以複雜



現實作為現象理解的基礎，促進不同文化脈絡的察覺，並尊重參與學習者的經驗(Lahn, 

2016)，以社會互賴關係的探索，激發持續溝通動力，加強社會矛盾解決，展現實驗等待

與定位展望的行動，強化抽象理由到具體顯現的實踐(Ivaldi & Scaratti, 2016)，增進協調效

力、包容歧見與需求察覺(Madsen, 2016; Manuti, Impedovo, & de Palma, 2017)，致使人們

具備執行變革動機(Brulle & Benford, 2012)，喚起團體動力、系統變革、上司支持與願景

建立的行動，促進學校教育發展 (Beabout,2010; Bond & Megan, 2013)。  

只是學校組織學習與管理的連結鬆散，而障礙教育發展，而以遊戲保護(Game 

protection)轉為野生生存(Wildlife)的管理角度擴大論述，可催化合理結構建立的可能

(Brulle & Benford, 2012)。據此，組織學習能力會因自我效力、社會認可、公共績效與集

體負責的治理行動(Belle, 2016)，引領構層級的改變，擴大教學與學習的成果(Louis & 

Murphy, 2017; Westeon, Cynthia, Ferris, & Finlelstein, 2017)。 

此外，學校組織學習能力作為驅動變革的起始條件，能強化混沌隱喻運用，會激發

知識的分享，激發開放互動的社群實踐(Greco & Spangnolo, 2016)，敦促專業技術的創

新，並強化合作干擾技術的運用(Madsen, 2016)，累積成功的經驗(Starbuck, 2017)，喚起

成員信念、態度與價值改變的熱情，擴大他們對於變革的認同，促進其專業成長的動機

(Manuti, Impedovo, & de Palma, 2017)，將有助於教育問題的解決(Manuti, et al, 2017)。 

學校混沌隱喻運用之複雜調適的變革機制，包括：系統存在大量獨立的相似元素；

這些元素透過持續的運動回應其它代理者；對於新情境進行調適確保存活；自我組織是自

發形成的系統；局部的規則對於系統發展具有作用；系統因為複雜而進步(Hashamdar, 

2012)，它強調一定參數條件下(組織學習能力)，元素之間的互動影響力，以建立複雜調適

的系統，並易產生蝴蝶效應(Ponder, 2009)，驅使從變革動能從小變大的螺旋成長

(Hashamdar, 2012)，是以，它將以價值網絡的理解，驅動新形態的創新管理，並將績效定

義為去中心化的角色實現、學校本位的有效管理、廣泛投入參與的決定，於此，績效系統

會連結陌生吸引子的立場，擴大邊緣論述的變革契機(H’enon, 1976)，並不斷排除非理性

的因子，回應政治與執行的需求(Normore, 2004)，並喚起蝴蝶效應產生小改變影響大範圍

的發展關係(Kusman, Rachman, & Rusdari, 2017; Ponder, 2009)，進而彈性地回應多樣背景

學生的學習需求，避免小失敗產生更大失敗的困窘(Akmansory & Kartal, 2014)，並透過教

育發展來建立卓越的學校(Kurland, Peretz, & Hertz-Lazarowitz, 2010)，驅策學校教育的永

續發展(Palmberg, 2009; Werkman ,2010)。 

 

二、學校科層變革素養對於混沌隱喻運用具有調節效果 

學校由很多社會類型(Patterns)所組成，引領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的互動(Earle & 

Kruse, 1999) ，據此，學校組織素養能強化成員發展技能，增進合理的社會關係。依據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科層變革素養越好，越能激勵混沌隱喻的運用，促使組織學習能力影響

組織發展的效果越好，至於分享變革、政治變革、批判變革素養則無調節作用。為此，科

層體制不僅常視為主流的社會類型，加上學校科層伴隨多樣專長的專業技術人員，連結教

育的實踐，確保學生與家長的服務品質，加上科層變革素養帶動混沌隱喻運用，會促進組

織學習能力影響組織發展動能，擴大學生學習成果(Grissom, Kern, & Rodriguez, 2015 )。 

常見，科層體制常被認為會阻礙生產力與創造力，乃因大量競爭評估手段的不易建

立，而壓抑科層體制的價值，特別科層主管常選用相似意識型態的人員遂行工作，而滋生

利益壟斷再現的情況，而產生組織的腐化(Clark Jr, Ochs, & Frazier, 2013)，亦即，科層體



制常引領人員非意識的濫權行為，是教育失敗的原因(Fantuzzo, 2015)，尤其，它嚴謹的標

準及硬性規定，會降低人類想像力，不考慮人類生活合宜的條件，進行本位偏執的決定

(Vermeule, 2017)，易抑制人們的幸福感(Anderson & Sice, 2016)。 

雖說如此，科層體制強調明確分工、權威階層、規定行事、及專門化工作訓練，常在

專業上扮演主流的角色(Earle & Kruse, 1999)，是以，科層變革素養能強化進步的支持，具

有不可取代的地位(Smith, 2016)，特別，它激發學校成員的系統意識型態論述，驅動人們

真誠聆聽他人，扎根社會互動的健康關係(Caillier, 2018)，兼顧個人利益及組織存活

(Kuzmic, 1994)，帶動文化的持續創新(Bialostock, 2014)。 

科層變革素養促使成員強化專門分工的角色，又重視專業技巧的專家，以此作為解決

教育問題的機制，會視部門專業身份是社會互動的基石(Mehta, 2013)，且依循專業語言的

規範，致使 “我”(me)能承載專業，透過社會化歷程建立社會類型而內化自我的經驗 (Earle 

& Kruse, 1999: 2)，是以，工作標準化業流程伴隨正式化(Formalization)或規則，稱為機器

科層(Morgan, 1997)，促使多元交流受專業規範，提升學校教育變革的品質(Bialostock, 

2014)，依此，混沌隱喻避免雜亂無章的溝通，會強化人們的深度學習，引領學生學習發

展(Mehta, 2013)。 

此外，科層變革素養喚起成員致力民主參與的決策，敦促固定規則的質疑，解構既有

規範(Schachter, 2017)，拓展進步訴求的溝通，並透過批判的思考，回應多樣文化的需求

(Brooks & Normore, 2010)，修正規則來建立實踐社群(Manuti, Impedovo, & de Palma, 

2017)，搭成科層與民主之間的橋樑(Elias, 2010)，致使執行者能兼具修訂規定的角色，重

新界定部門的功能(Mehta, 2013)，並維護人們的面子，激勵公共對話與審議的歷程，敦促

由下而上變革，激發團體動力，建立最好選擇的計畫(Werkman ,2010)，並將學生聲音融

入學校教育治理歷程，喚起耗散結構，強化混沌隱喻運用 (Carlile, 2012)，促進規則合理

性的探索(Mehta, 2013)，驅動共創的變革(Riccucci & Ryzin, 2017)，激發道德兩難困境的

察覺，作為新方法探索的途徑，以強化技術的創新，重新確認文化的合理性(Jauhianen, 

Jauhianen, Laiho & Lehto, 2015)，以致專業技巧的精進，不因英雄的魅力與才智的突出而

受限(Fantuzzo, 2015)，俾利重建計畫的程序，帶動學校發展(Stephens & Russell, 2004)。 

還有，科層變革素養會促使成員對於組織特質與情境的統合思考，喚起權變的判斷，

建立工作的優先秩序，回應不同脈絡與條件所需的功能(Gottlieb, 2012)，是以，工作流程

能處理一系列不同屬性的工作，此類規則的特例是基石(Foundations)，尊重奇異吸引子，

激勵多樣立場的交流，強化環境需求的回應，敦促混沌隱喻的運用，創造工作展望的

(Frbication)論述，依此，績效可定義為創新的技術、文化與規定(Ball, 2006)，促使多重規

範能成為學校革新的驅力(Vermeule, 2017)。值此，績效不僅是理性的產物，更是情緒處理

的成果，它能回應人們的欲望、欲望、抱負、利益與信念，並看待學校沒有終極的真理，

催化人們持續探索真理的動機(Jauhianen, et al. , 2015)，催化由內轉型的動力，促進教育的

永續發展(Greenwood, 2010)。 

科層變革素養促使成員善用代表性的科層體制，包括：被動代表制與主動代表制。被

動代表制強調人們的平等權益，促使符號象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的效應，激發學校

成員共創發展的意願(Riccucci, Ryzin, & Li, 2015)，激發多元交流，敦促男性願意與女性教

師建立平衡關係，建構集體負責的意識，喚起混沌隱喻的運用，提升階級、種族、性別公

共服務的正當性(Riccucci & Ryzin, 2017)，引領溝通能確保是服務學生的資源配置，亦能

反應受服務對象人口分佈的多樣性，連結差異身份的代表，產生本質性服務的成果，避免



學校充斥歧視與制度的不公平(Grissom, Kern, & Rodriguez, 2015 )，以促進組織的健康

(Baudi, 2011)，此外，主動代表制，強調善用技術專家服務相反立場者，激發耗散結構，

敦促人們善用自由裁量權，藉由多元交流以排除歧視，而能善用混沌隱喻，追求他們所代

表團體的利益，且被代表團體因而能享受大家努力的良好結果(Guul, 2018)。 

科層變革素養促使成員對於規則的質疑，擴大教師自主決定，並強化賦權行動，以致

每種立場都視具有獨特性，激發其遂行多樣的價值實踐，搶化多面向績效追求，依此對抗

受宰制的焦慮(Stephens & Russell, 2004)，避免心理防衛，加強技術與策略創新的連結，強

化資訊的分享(Fernandez & Moldogaziev, 2015)，敦促矛盾解決的對話(Schachter, 2017)，喚

起領導的同理心，激發耗散結構，強化混沌隱喻運用，以關懷行動回應他人的需求

（Anderson & Sice, 2016)，促進其工作的滿意，增生人們集體負責的動念，滋生社會性變

化生成的彈性機制，帶動社會關係的發展，促使科層體制中的專業英雄，能展現專家的高

度(Fantuzzo, 2015)，加強教師與學生的服務效果，提升科層體制的正當性(Vermeule, 

2017)。 

柒、研究啟發 

學校領導人帶領人們邁入學校社會化的歷程，會建構社會類型(patterns)，激發人們組

織經驗的反思，提升其組織素養，喚起組織原型合理行為，既提升組織學習能力，亦加強

混沌隱喻運用，擴大學生或顧客的服務，帶動學校教育的發展(Brooks & Normore, 2010)。 

校長常設定教師集體身份，會壓縮教師專業自主，致使教師易於抗拒改革，並把改革

從班級抽離出來(Scibner, Hager, & Wane, 2002)，據此，校長重視專業自主，喚學校成員的

合議(Collegial)信任，驅動結構改變(Gray, Kruse, & Tarter, 2016)，提升教師的組織學習能

力(Louis & Murphy,  2017)，容易建構多面變革驅力的自我賦權團隊( Fernandez & 

Moldogaziev, 2015)，致使過程與結構成為夥伴關係(Sanders, 2016)，激發混沌隱喻運用，

喚起共同意志建立的知識探索，促進社會關係的成長，能營造積極正向的氣氛，強化支持

情感的結構，加強願景的設定，驅策系統演化的變革，敦促專業成長，增進教師教學品

質，及學生學習成就(Louis & Murphy, 2017)。 

學校組織原型行為是驅動變革的起始條件，宜確保科層的專業角色獨特性，來加強混

沌隱喻運用，且重視部門的領導角色，能挖掘獨特性的專業(Vanblaere,  & Devos, 2018)，

當融合結構建立及演化歷程，致使混沌隱喻伴隨專業語言，能加強專業導向的責任分配，

擴大專業社群的影響力，提升人們的組織學習能力，並擴展專業學習業社群的匯流效應，

致使社群網絡成為科層偏見的修正機制(Scibner, Hager, & Wane, 2002)，俾利建構務實性及

高抱負的願景，敦促雙重迴路的學習(Argyris & Schon, 1978)，增進混沌隱喻的正面影響

(Kurland, Peretz, & Hertz-Lazarowitz, 2010)，驅動教育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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